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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启动新征程,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深化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的客观需要。 基于 2012—2021 年全国 414 家基金会的 1 958 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使命偏离的中介效应及制度环境、政治属性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发现:(1)政府资助显著促

进了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2)机制分析发现,政府资助通过引发使命偏离,促进社会组织有意识的战略调整

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3)异质性分析表明,“支持型”“限制型”制度环境下政府资助均对组织高质量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但二者差异不显著;而具备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其政府资助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程度要优于无政府背

景的社会组织,反映出政治属性在政府资助过程中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强化作用。 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对政社关

系的理论认知,也在实践层面为政府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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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launch of a new phas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deepening social governance, enhancing public services,

and improving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958 observations of 414 foundations across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funding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ission drift and the heterogeneous influence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political attribute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Government fund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2)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funding induces mission

drift, which drives strategic adjustments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reby advancing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funding; meanwhile,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governmental backgrounds exhibit better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when

47

中国软科学 2025 年第 4 期



the funding dependency is higher, indicating that political attributes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funding through the

dependency pathway. This research not only deepen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government-society relations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policy references for fost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government funding; mission drift; social organizatio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

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力量。 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12 年起,中央财政

就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开展

社会服务,各地政府陆续也通过专项资金、财政扶

持专项以及项目奖励等多种途径,积极培育和发

展社会组织[1]。 2021 年,民政部印发的 《“十四

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中提出要不断完善对社会

组织的投入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服务。 2024 年,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

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积极引

导社会组织发展,推动落实社会组织相关政策和

优惠待遇,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由此,深入探

讨政府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实

践路径,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

之一。
学术界密切关注政府支持社会组织,特别提

供资助对社会组织产生的影响。 诸多文献实证检

验了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捐赠收入、管理效率、内
部控制影响等单一变量的影响[2 - 4]。 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体现在社会组织规

模更加适当、结构更加合理、治理更加有效,包含

自足性、自主性和参与性 3 个维度[5],目前较少有

文献从高质量发展目标出发,考察政府资助对社

会组织的影响。 其他一些研究关注到政府资助影

响社会组织的机制,并提出了挤入效应、挤出效应

和非线性效应等多种理论假设模型[6 - 7],但却忽

略了社会组织的能动性。 在实践中,许多社会组

织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资助,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

发起、指导、控制和承担国家资助活动的总体战略

责任[8]。 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对政府资助的社会

认知及相应的战略调整会对组织产生不同的影响

结果。 既有研究对此往往缺乏关注。
随着以往由国家提供的福利服务被广泛外包

给社会组织,许多社会组织在其最初使命规定之

外的领域开展业务。 近年来,与使命偏离相关的

问题在非营利研究文献中受到了密切关注。 学者

主要研究了使命偏离如何发生,并认为政府资助

是社会组织使命偏离的主要威胁[9]。 在使命偏离

的影响效应方面,以往研究产生了初步但模棱两

可的见解。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国家诱导的使命

偏离是不可取的。 因为它可能会破坏社会组织的

精神、自治和性质,无法帮助该组织最初和最需要

帮助的客户[10],带来捐助者关系的紧张[11]以及破

坏组织财务稳定性[12]。 另一方面,有学者研究发

现,使命偏离似乎给一些社会组织带来了积极的

影响[13]。 通过承担远远超出其现有使命范围的合

同工作,社会组织可以发展其竞争力,扩展其能

力,以跟上公共政策的新发展[14],有时还可以参与

政治决策[15]。 在使命偏离的组织应对方面,已有

学者发现,近年来随着资源的减少,越来越多的社

会组织采取同构机制,通过将其使命宣言与政府

支持的领域保持一致来寻求政府的支持[16]。 在此

基础上,学者进一步识别出使命偏离的多样性。
比如将组织使命无意识的转移称为使命漂移

(mission drift),而组织有意识追求收入的转移则

称为使命蠕变(mission creep) [17]。 尽管如此,人们

对使命偏离的类型与对社会组织的差异化影响之

间的关系依然知之甚少。
综上,已有文献对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发展

的讨论存在一定争议,较少文献关注到社会组织

对于政府资助的能动性策略,并从使命偏离类型

和影响角度展开讨论。 此外,既有使命偏离文献

主要从负面批判角度展开,其底层逻辑是西方国

家的自由化思想,排斥政府对社会组织运作的干

预。 而我国社会组织接受党和政府的集中领导,
共同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使命,这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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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存在着根本区别。 如果不加区分地以西方

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实践,
极易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

本文通过科学完善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政府资

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深度剖析了

使命偏离和制度环境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作用。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首
先,丰富了有关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当

前有关社会组织高质量的文献大多集中于规范性

描述层面[18 - 19],对于政府支持行为对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尚缺乏系统性探讨。 本文从政府

资助行为这一关键支持举措出发,实证分析了政

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丰富

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理论内涵。 其次,
将使命偏离引入政社关系的研究框架中。 现有研

究虽关注到政府行为对社会组织的外部影响,但
鲜有研究将社会组织的宗旨和目标调整纳入政社

互动关系的视阈下考察。 本文在资源依赖理论的

基础上,构建了 “政府资助—使命偏离—战略调

整”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组织在面对政府资助

时可能出现的主动或被动战略选择行为。 这个框

架不仅有助于揭示国家政策导向与社会组织发展

目标之间的互动逻辑,也为实现国家战略与社会

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后,
本文引入制度环境的动态性视角,考察了政府不

同监管强度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

响。 基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正处于积极引导与严

格监管并行的政策阶段,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实证

揭示了不同时期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差异

化影响机制,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优化社会组

织治理体系、提升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

证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目标,以高效率、公平性和绿色可持续为

核心的综合发展模式[20]。 社会组织作为现代社会

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体现在

资源利用的高效性、治理结构的规范化、服务功能

的专业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程度等多个维

度[21],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支持[19]。
政府资助作为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形

式,对于社会组织的日常运行与长远发展具有关

键作用。 一方面,政府资助在社会组织资源保障

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政府的持续和稳定的资

金支持,不仅增强了社会组织的财务稳定性,还有

效规避了因资金短缺导致的项目中断风险。 同

时,政府资金的注入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外部支持,
能够帮助社会组织在资源配置上解决关键问题,
提升服务项目的精准性与运营效率[14]。 另一方

面,政府资助通过政策支持与资源供给,有助于社

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求

社会组织能够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而政府通

过专项资金和政策协同,为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

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22]。
另外,政府资助还通过政策引导作用,推动资

源向公共需求最为紧迫的领域集中,从而间接优

化了社会组织服务的整体质量与效能[19]。 比如,
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专项资金、财政扶持政策以及

项目奖励等形式,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

了关键的激励与制度保障[14,23]。 在政府资助下,
社会组织逐渐从单一的资源接受者转变为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的核心主体,不仅及时响应了日益多

元化的社会需求,还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模式的

创新[24]。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不仅承担了政

策执行职责,还通过创新实践丰富了政策目标的

实现路径,进一步彰显了政府资助对提升组织能

力与推动战略发展的独特价值。 政府资助还有利

于规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25]。 接受政府资助

的社会组织通常需要建立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与

财务监督机制,并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接受严格的

审计和问责[3]。 这一“寓管理于服务”的特色机

制,不仅增强了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与专业性,也显

著提高了其运营效率和社会信任度,从而进一步

强化了社会组织的责任意识,推动其在公共事务

管理中展现出更高的专业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治理保障[26]。 为此,政府资助带来的

制度化管理框架不仅提高了社会组织的运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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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还促使社会组织在服务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

价值的创造与公共利益的实现,进而推动其社会

影响力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
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
(二)使命偏离的中介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
政府资助所引发的社会组织使命偏离并非简单的

目标偏离现象,而是一种在党和政府引导下的有

序战略调整过程。 这一过程与西方学界普遍将

“使命偏离”视为负面现象的观点截然不同,是一

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社关系逻辑[27]。 组织使命通

常指社会组织明确意识到的长期目标和社会责

任,体现了社会组织存在的根本意义和追求的社

会价值。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有意识的使命偏离

意味着具有清晰目标导向和明确社会价值取向,
能够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13]。 有

意识的社会组织在获得资助后,通常会对其人力

资源、技术支持和服务模式进行重新规划,以确保

资金的合理使用及资源的高效配置。 这种战略性

调整不仅提升了组织的治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还增强了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性和影响

力[28]。 与此同时,有意识的社会组织还会充分利

用政府资助的规范化监管机制,明确组织在政策

框架内的发展方向,使其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

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减少因不必要

的调整所带来的发展风险[26]。 相对而言,无意识

的使命偏离则表现为社会组织缺乏清晰的战略规

划或目标引导,导致资源配置无明确方向,从而引

发目标模糊和资源浪费等问题[29]。 在有意识调适

与无意识偏离的双重情境下,政府资助对社会组

织使命的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对其高质

量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17]。
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使命偏离之间的关系,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线性的干预与反干预过程,而
应视为国家社会治理需求与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间互动协同的产物[30]。 政府资助通过传递政策

信号,指导社会组织进行有序的使命调整,使其在

优化治理结构和提升运作效能的同时,能够有效

地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增强其在公共治理体系中

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通过对使命目

标的主动调适,不仅提升了其在社会服务领域的

响应能力,也为其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

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政府资助通过引导

组织使命偏离,优化治理与资源配置,从而推动社

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
(三)制度环境与政治属性的异质性作用

制度环境作为社会组织与个体行为的制度性

框架,深刻影响了组织内部资源配置、权利义务的

界定以及行为规范的形成。 一般而言,制度环境

可分为支持性制度环境与限制性制度环境,其政

策弹性和监管强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在

资源获取、治理效率与服务能力等关键领域的功

能[31]。 具体而言,支持性制度环境通常表现出较

高的政策灵活性与较低的监管成本,有助于社会

组织在资源动员与管理效率方面取得优势,为其

健康运行与长远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该

环境中,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利用政府资助,优化资

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为实现财务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制度优势,进一步推动服务

的专业化与多元化发展[32]。 相比之下,限制性制

度环境通常体现为政策制定的刚性增强与监管强

度的提高,带来高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33]。 在这

个环境中,社会组织在资源获取、项目执行及战略

调整方面常受到诸多约束,不仅降低了其治理效

能与组织灵活性,还可能削弱技术创新与制度创

新的能力[6 - 7]。 同时,过度的监管压力可能导致

社会组织的风险规避倾向,使其在面对突发公共

事件或迅速变化的社会需求时反应迟缓、应对能

力不足,从而限制其作用发挥[34]。
此外,现有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政治属性

(是否具有政府背景)是影响其发展路径与治理方

式的重要因素[35]。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组织

的持续运作与战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

资源的获取,而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争取

公共资源方面通常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 相较于

民间背景的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在获

取政府资助与政策支持方面更具便利性,因而在

77

科技与社会　 政府资助、使命偏离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资源配置效率、项目执行能力及组织韧性等方面

表现出更强的发展动能[31]。 同时,政治属性对于

组织合法性的建构亦具有重要意义。 具有政府背

景的社会组织在政治资源嵌入方面更为明显,其
领导团队因对政策导向的敏感性与响应能力较

强,能够在动态制度环境中展现出更高的战略适

应性与治理稳定性[36]。 另外,政治属性还显著提

升了组织的政策倡导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通过制

度性政治嵌入,这类组织在政策议程设置与协同

治理中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从而扩大服务

供给范围、提升服务品质,并在多元共治格局中彰

显其制度价值与社会功能[37]。 基于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假设 H3a:制度环境的宽松程度影响政府资

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支持型制

度环境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更高;假设 H3b:政
治属性影响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促

进作用,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政府资助下表

现出更高的发展水平。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 在数据初步收集阶段,本研究团队收

集了超过两万条与社会组织相关的数据,涵盖了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 3 类组织。 但在

后续筛选过程中,发现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的数据存在较多的离群值和缺失值,无法满足实证

数据要求。 鉴于基金会具有较为规范的财务披露和

较高的运营透明度,其数据具备较好的可靠性和全

面性,因此本研究专注于基金会这一特定类型的社

会组织。 研究对象涵盖了 2012—2021 年全国 31 个

省份(除港澳台)共 414 家基金会的面板数据,通过

数据清理,最终获得 1 958 条有效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目前,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程度的衡量多采

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估。 毛佩瑾[19]认为其

应包括发展成效、专业能力和社会价值实现等维

度;冯怡等[38]强调党建引领、组织专业化和社会认

同感的重要性;郭施宏[39] 从治理能力、经济基础、

服务能力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围绕财务稳健性、运营管

理能力与公益绩效三大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详见表 1。 为保证评价结果的

客观性与科学性,本文采用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测算各指标的权重。 熵权法通过计算各指

标数据的离散程度确定其信息熵,离散程度越高,
信息熵越低,其对应指标的重要性越高。 这个方

法能够有效减少人为因素干扰,实现权重分配的

客观性和量化性[40]。 其中,财务稳健性维度包括

财务灵活性、财务稳定性、净资产合计及投资回报

率,能够衡量组织的资产结构与资金安全性;运营

管理能力维度包括评估等级、财务运行效率、风险

应对能力与员工队伍专业化程度,反映组织治理

与运行效率;公益绩效维度则通过公益支出增幅

与捐赠收入增速,评估组织的服务能力与社会价

值创造力。 最终,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根据各项

指标加权汇总计算得出,能够全面反映社会组织

的整体发展水平。
表 1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衡量方式
熵权法

/ %

财务稳健性

财务灵活性
非限定性净资产 / 限定
性净资产

15. 80

财务稳定性 短期借款 / (长期借款 +1) 10. 20
净资产合计 净资产合计 8. 90
投资回报率 投资收益 / 总投资额 10. 60

运营管理能力

评估等级 基金会评估等级 6. 80
财务运行效率 总收入 / 年度总支出 17. 50
风险应对能力 货币资金 / 流动负债 9. 90

员工队伍
专业化程度

全职员工数量 / (志愿者
数量 + 全职员工数量) 7. 20

公益绩效
公益支出增幅

(本年度 - 上年度) / 上
年度公益支出

8. 90

捐赠收入增速
(本年度 - 上年度) / 上
年度捐赠收入

4. 20

2. 解释变量

政府资助。 当前,学界关于衡量政府资助的

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使用政府资助的绝对金

额,这项指标能够直观反映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

金支持规模,并为不同规模社会组织之间的横向

比较提供可比性[41 - 42] ;二是采用政府资助依赖

度,即政府资助金额与社会组织年度总收入之比

(govfund =政府资助金额 / 年度总收入)。 这一比

率指标能够揭示社会组织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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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助于评估政府资助在资源配置、运营管理及

战略决策中的长期影响[43]。 考虑政府资助的规模

效应与依赖程度,本文综合采用这两种衡量方式

(分别命名为 govfund1 和 govfund2),以全面评估政

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3. 中介变量

使命偏离。 在政府资助下,社会组织会出现

不同类型的使命偏离,具体可划分为有意识的使

命偏离与无意识的使命偏离。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

于资源配置调整的战略主动性与非战略被动性,
前者体现为社会组织基于内部战略规划所做出的

主动性调整,后者则表现为在外部压力驱动下的

非战略性响应。 有意识的使命偏离是指社会组织

为提升治理绩效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主动对

资源进行再配置的过程。 这类调整通常体现在组

织对管理性支出的有意增加,以增强组织的治理

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及强化组织稳定性。 比如,
在获得政府资助后,组织可能将部分资源投入于

员工能力建设、内部制度完善、信息系统升级以及

基础设施改进等领域,从而在中长期内提升其服

务绩效与社会影响力[12 - 13]。 这类资源再配置行

为体现了组织在面临外部支持时所展现出的战略

理性,强调通过治理结构与运营机制的优化来增

强组织在不确定制度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与韧性。
其中,管理性支出是指社会组织年报中所界定的

用于提升内部治理效率与专业能力的战略性投

入,不包括一般性行政事务开支或与筹资活动相

关的运营成本。 这一区分有助于准确识别组织是

否将资源用于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关键治理要素,
而非短期内的运维消耗。

相较之下,无意识的使命偏离是指社会组织

在外部制度压力或资源约束下被动进行资源再分

配,其调整行为缺乏清晰的战略导向,往往是对政

府资助附加条件或市场竞争压力的消极应对。 这

种偏移可能导致组织资源从核心公益项目转移至

如筹资活动、人员福利、日常行政等非核心领域,
从而造成公益性支出的相对萎缩[9]。 这一过程虽

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资金紧张问题,但从可持续

角度来看,会削弱组织在核心领域的服务能力与

公益价值,进而影响组织使命与公众信任的维系。
本文选取管理费用占比与公益支出占比的倒

数作为衡量有意识与无意识使命偏离的测度指

标,以捕捉社会组织在资源配置上的战略性与非

战略性行为特征。 具体而言,管理费用占比的上

升反映了组织在治理能力与内部管理体系建设方

面的主动性投入,体现出战略导向下的有意识使

命偏离。 而公益支出占比的下降则体现了组织资

源被动转移至非核心职能领域,反映了在外部约

束下的无意识使命偏离。 图 1 反映了政府资助通

过不同类型使命偏离间接影响社会组织高质量发

展的理论路径图。 这一框架强调有意识的使命偏

离表现为组织在政策激励下对治理结构与能力建

设的主动调整,有助于增强组织韧性与可持续性。
而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则体现为组织在适应外部制

度压力过程中对核心公益目标的边缘化倾向,可
能会削弱组织使命聚焦与公众信任基础。 基于这

一识别逻辑,本文引入双中介模型,将管理费用占

比和公益支出占比的倒数分别作为中介变量,以
探究政府资助通过不同类型使命偏离路径作用于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机制。
4. 异质性变量

一是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社会组织行为与

绩效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其特征变化构成社会

组织发展的外部约束与支持条件[44]。 目前制度环

境测量方法主要包括 3 类:第一,政策断点法,通过

设定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实施前为 0,实施后为

1),识别制度环境变化的时间节点及其效应,广泛

用于政策效果评估[45];第二,制度环境指数法,通
过构建综合指数进行多维量化测量[46];第三,多指

标综合评价法,利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

定指标权重, 构建制度环境量表以实现综合

测量[47]。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政策断点法,将

2016 年界定为我国社会组织制度环境转型的关键

节点,以此构建制度环境虚拟变量(2016 年前赋值

为 1,2016 年及以后赋值为 0)。 选择这一时间节

点的依据如下: 这年国家出台了社会组织领域的

3 项重要政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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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使命偏离类型的生成逻辑路径

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发展的意见》。 这 3 项政策被业界认为是社

会组织监管由宽松到趋紧的关键风向标,标志着

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重大转向[48]。 为此,本文选

取 2016 年作为制度属性变量的界定节点,有助于

识别制度环境变化对社会组织运行状态及发展路

径的潜在影响,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制度层面的

逻辑支撑与识别基础。
二是政治属性。 本文以基金会管理层中担

任过省部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数量作为测度指标,
并据此构建虚拟变量:若组织中有管理者曾任省

部级领导职务,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管理层的

政治背景体现了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联程度,直
接影响组织在资源获取、政策执行和制度适应方

面的能力。 拥有省部级领导经历的管理层成员

能够凭借其政治资本和制度优势,在政策资源配

置、政府合作网络拓展及信息获取等方面为组织

提供支持。 具体而言,具有强政府背景的基金会

通常在争取政府资助、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

中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其所能调动的政策资源

和制度渠道有助于提升组织的运行效率与服务

供给能力。 已有研究指出,具有强政府背景的组

织能够凭借其政治网络在政策议程设置、公共资

源分配与制度性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扩大

其在社会服务体系中的影响力,并增强其制度性

话语权[49] 。 因此,本文将管理层中拥有省部级

领导任职经历的人数作为衡量社会组织政治属

性的指标,以全面反映其资源禀赋和制度优势。
5. 控制变量

借鉴 Lu[50]、毛佩瑾[19]的研究,本文选取以下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①基金会类型,对于社会组织的

内部运营模式和外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

要通过基金会是否具有公募资格来衡量;②全职

员工数量,是衡量社会组织人力资源规模的重要

指标,能够反映其组织能力与资源投入情况;③志

愿者数量,反映了社会组织的外部资源动员能力,
能够体现组织在社区或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和公众

参与度;④重大公益项目数,能够反映社会组织在

核心服务领域的项目承接能力以及服务广度,对
于组织的运营能力产生重要影响;⑤评估等级,
是衡量社会组织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

其在运营规范性、透明度及绩效方面的整体表

现。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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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程度 通过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得分来衡量 1 958 0. 053 0. 016 0. 005 1 0. 165
政府资助 1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助金额(亿元) 1 958 0. 016 0. 060 0. 000 02 1. 5
政府资助 2 政府资助金额占社会组织总收入的比重 1 958 30. 79 30. 11 0. 1 100

有意识的使命偏离 管理费用 / 总费用 1 958 43. 68 25. 55 0 1
无意识的使命偏离 1 / 公益支出占比 1 958 0. 629 1. 548 1 12

制度环境 2016 年前赋值为 1,2016 年及以后赋值为 0 1 958 0. 656 0. 475 0 1
政治属性 管理层担任省部级职务人员数量 1 958 0. 306 2. 412 0 32

基金会类型 公募或非公募(1,0) 1 958 0. 870 0. 337 0 1
全职员工数量 全职员工数 1 958 5. 592 15. 353 0 129
志愿者数量 志愿者数 / 10 000 1 958 0. 027 0. 144 0 2. 264

重大公益项目数 年度开展重大公益项目数 1 958 2. 054 3. 445 0 24
评估等级 基金会的评估等级(分别为 1 ~ 5 星级) 1 958 2. 209 2. 033 1 5

　 　 (三)模型构建

鉴于研究数据同时包含个体(基金会)与时间

(年份)两个维度,存在潜在的跨个体与跨时期异

质性,为有效控制不可观测的固定因素所导致的

遗漏变量偏误,本文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基准回归模型为:

HQDit = α0 + α1govfundit + ξ1X it + λ t + δi + εit

(1)
式(1)中, i、 t 分别代表基金会序号和年份;被

解释变量 HQDit 表示第 i 个基金会在 t 年的高质量

发展程度;自变量 govfundit 为政府资助依赖程度;
X it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含基金会的组织规模、评估

等级、专业化程度等;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其中,模
型中引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λ t) 和个体固定效应

(δi)。 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同时期宏观经济

环境、政策变动及其他时间趋势因素的影响,从而

避免时间维度上的系统性偏误。 个体固定效应用

于控制基金会层面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包括基金

会自身特征(如治理结构、运营模式、资源获取能

力等)对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之间关

系的潜在干扰。 此外,本文采用基金会层面的聚

类稳健标准误估计方法,以应对个体层面可能存

在的自相关问题,进一步增强回归分析的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对基准回归模型(1)进行了回归,表 3 中

列(1)、列(3)与列(2)、列(4)分别是同时控制年

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后,不加入控制变量

与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列(1)中,政府资

助金额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 090 6 且在 1%水平上显著;列(2)为加入控制变

量的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89 3 且在 1% 水平上显

著,表明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具有显

著的正向作用。 此外,政府资助比例对高质量发

展,列(3)与列(4),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09 2 和

0. 009 1,均在 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这一

结论。 这表明,政府财政支持不仅能够优化社会

组织的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还增强了组织的

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力,以此促进社会组织的高

质量发展。 这一发现与 Yu 等[26] 的研究结论一

致,即政府资助通过强化资源保障、提升组织专业

化能力,进而助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 090 6∗∗∗

(2. 922 9)
0. 089 3∗∗∗

(2. 878 5)
— —

政府资助 2 — — 0. 009 2∗∗∗

(3. 639 8)
0. 009 1∗∗∗

(3. 611 0)

基金会类型 — -0. 043 3∗∗∗

( -3. 778 2)
— -0. 044 7∗∗∗

( -3. 862 9)

全职员工数量 — 0. 009 1∗∗∗

(3. 202 5)
— 0. 009 4∗∗∗

(3. 304 5)

志愿者数量 — 0. 765 9
(1. 154 2) — 0. 709 4

(1. 066 8)

重大公益项目数 — -0. 000 1
( -0. 579 8) — -0. 000 1

( -0. 646 0)

评估等级 — -0. 006 2∗∗∗

( -5. 146 2)
— -0. 006 3∗∗∗

( -5. 166 1)

常数项
0. 023 8∗∗∗

(57. 811 9)
0. 076 7∗∗∗

(7. 798 9)
0. 017 1∗∗∗

(7. 855 0)
0. 071 2∗∗∗

(7. 091 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R2 0. 389 1 0. 389 2 0. 392 0 0. 392 1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p < 0. 01 时有统计学
意义;括号内均为 t 检验。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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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检验

为验证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之间

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将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政府资助作为被解释

变量,并分别滞后一年和两年进行回归。 若存在

双向因果关系,则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对政府资

助的回归系数应显著。 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均

不显著,未能支持双向因果关系的存在(见表 4)。
表 4　 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因果检验

变量
(1)

政府资助 1
(2)

政府资助 2
(3)

政府资助 1
(4)

政府资助 2
高质量发展
(滞后一期)

- 0. 010 5
( -0. 418 1)

- 0. 302 2
( -0. 799 4) — —

高质量发展
(滞后二期) — — -0. 007 9

( -0. 244 9)
- 0. 596 2

( -1. 387 6)

基金会类型
- 0. 007 7

( -0. 532 7)
-0. 489 8∗∗

( -2. 247 5)
0. 013 5

(0. 634 6)
0. 279 6

(0. 985 1)

全职员工数量
0. 001 8

(0. 644 8)
0. 093 5∗∗

(2. 188 8)
- 0. 002 7

( -0. 443 9)
- 0. 059 6

( - 0. 749 2)

志愿者数量
2. 495 9∗∗∗

(3. 697 7)
36. 404 0∗∗∗

(3. 587 3)
- 0. 015 9

( -0. 955 4)
- 0. 318 3

( - 1. 436 4)

重大公益项目数
-0. 000 4∗∗∗

( -2. 795 9)
0. 000 8

(0. 347 4)
-0. 000 6∗∗∗

( -3. 037 9)
0. 001 8

(0. 711 6)

评估等级
0. 003 7

(1. 092 5)
0. 089 7∗

(1. 752 7)
0. 006 1∗∗

(2. 304 4)
0. 068 9∗∗

(1. 971 6)

常数项
- 0. 004 2

( -0. 705 2)
0. 108 1

(1. 200 7)
- 0. 001 7

( -0. 208 9)
- 0. 002 7

( - 0. 025 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072 1 072 837 837

R2 0. 954 9 0. 833 2 0. 964 8 0. 853 9

此外,为解决样本中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

问题,本研究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进行内生性

检验(见表 5)。 在第一阶段的 Probit 回归模型中,
本文将基金会类型、全职员工数量、志愿者数量、
重大公益项目数、评估等级、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等变量纳入模型,以估算逆米尔斯比率(MILLS)。
在第二阶段的回归中,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

量加入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加入逆米尔斯比率

后,回归系数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上述结论在控

制自选择偏误后依然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多种

方法检验。 首先,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减

少异方差的影响,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算

残差方差,将其倒数作为权重进行回归分析。 结

果显示,回归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

化(见表 6)。 其次,为控制遗漏变量偏误,在模型

中增加负债总额和资产总额等变量,结果表明政

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仍显著。 最

后,本文还对高质量发展变量进行了重新测度,新
增资金使用效率(预付账款 /待摊费用)维度,回归

结果显示政府资助的影响依旧稳健。 上述检验结

果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的可靠性。
表 5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 087 6∗∗∗

(2. 761 3)
—

政府资助 2 — 0. 009 3∗∗∗

(3. 669 4)

MILLS - 0. 433 5
( - 0. 587 0)

0. 037 9
(1. 129 8)

基金会类型
- 0. 047 6∗∗∗

( - 3. 517 5)
- 0. 037 7∗∗∗

( - 2. 889 6)

全职员工数量
0. 009 9∗∗∗

(3. 108 0)
0. 007 8∗∗

(2. 431 7)

志愿者数量
0. 317 6

(0. 315 7)
1. 182 7

(1. 511 2)

重大公益项目数
0. 000 0

(0. 039 5)
- 0. 000 2

( - 0. 899 9)

评估等级
- 0. 007 3∗∗∗

( - 3. 274 0)
- 0. 005 1∗∗∗

( - 3. 288 0)

常数项
0. 425 7

(0. 716 0)
0. 049 5∗∗

(2. 287 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1 958 1 958

R2 0. 389 4 0. 392 6

为了保证本文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分位

数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选择了 0. 30、
0. 60 和 0. 90 三个分位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在三个分位点上均对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再次验

证了上述结论。
(四)使命偏离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命偏离在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首先,模型

(1)和模型(5)检验政府资助对有意识的使命偏离

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 958 4 和 0. 123 5,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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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更改模型和增加控制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更改模型 增加控制变量 更改变量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5)
重新测度的高质量发展

(6)
重新测度的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 037 7∗∗∗

(6. 467 4)
— 0. 087 3∗∗∗

(2. 732 6)
— 0. 142 6∗∗∗

(2. 613 6)
—

政府资助 2 — 0. 004 0∗∗∗

(3. 442 4)
— 0. 009 4∗∗∗

(3. 691 8)
— 0. 016 6∗∗∗

(3. 573 3)

基金会类型
0. 000 9

(0. 866 9)
0. 001 1

(1. 098 8)
- 0. 043 0∗∗∗

( - 3. 781 2)
- 0. 044 4∗∗∗

( - 3. 883 6)
- 0. 060 7∗∗∗

( - 2. 714 5)
- 0. 063 3∗∗∗

( - 2. 831 5)

全职员工数量
0. 000 1

(1. 553 6)
0. 000 1∗∗∗

(2. 749 3)
0. 008 8∗∗∗

(3. 108 0)
0. 009 1∗∗∗

(3. 205 9)
0. 012 7∗∗

(2. 339 3)
0. 013 3∗∗

(2. 447 3)

志愿者数量
0. 005 8∗∗

(2. 438 0)
0. 006 3∗∗

(2. 401 5)
0. 756 9

(1. 134 3)
0. 689 9

(1. 033 6)
1. 105 9

(0. 946 0)
0. 966 9

(0. 829 3)

重大公益项目数
- 0. 000 1

( - 0. 841 0)
- 0. 000 0

( - 0. 214 2)
- 0. 000 1

( - 0. 819 1)
- 0. 000 1

( - 0. 898 6)
- 0. 000 3

( - 1. 320 2)
- 0. 000 4

( - 1. 369 8)

评估等级
0. 000 4∗∗

(2. 377 9)
0. 000 5∗∗∗

(2. 990 0)
- 0. 006 2∗∗∗

( - 5. 171 0)
- 0. 006 3∗∗∗

( - 5. 217 1)
- 0. 009 9∗∗∗

( - 4. 397 0)
- 0. 010 2∗∗∗

( - 4. 472 1)

负债总额 — — -0. 000 0
( - 1. 056 0)

- 0. 000 0
( - 1. 212 6)

0. 000 0
(0. 358 8)

0. 000 0
(0. 316 5)

资产总额 — — 0. 000 3∗

(1. 848 9)
0. 000 4∗∗

(2. 214 6)
0. 000 0

(0. 107 8)
0. 000 1

(0. 450 1)

常数项
0. 049 9∗∗∗

(48. 377 2)
0. 048 3∗∗∗

(41. 689 5)
0. 076 6∗∗∗

(7. 821 2)
0. 071 1∗∗∗

(7. 108 7)
0. 108 0∗∗∗

(5. 834 1)
0. 098 2∗∗∗

(5. 216 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R2 0. 034 1 0. 018 4 0. 390 7 0. 394 0 0. 247 2 0. 251 5

表 7　 分位数检验结果

变量

Q30 Q60 Q90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5)

高质量发展
(6)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 042 7∗∗∗

(6. 415 1)
— 0. 054 4∗∗∗

(5. 965 8)
— 0. 051 7∗∗∗

(4. 092 1)
—

政府资助 2 — 0. 004 6∗∗∗

(3. 224 9)
— 0. 006 5∗∗∗

(3. 516 3)
— 0. 006 1∗∗

(2. 492 1)

基金会类型
- 0. 000 5

( - 0. 403 3)
0. 000 2

(0. 186 3)
0. 001 1

(0. 619 4)
0. 001 9

(1. 135 6)
0. 001 3

(0. 588 2)
0. 001 0

(0. 495 0)

全职员工数量
0. 000 1∗

(1. 894 8)
0. 000 1∗∗

(2. 194 5)
0. 000 1∗∗∗

(2. 870 0)
0. 000 2∗∗∗

(4. 136 6)
0. 000 3∗∗∗

(6. 698 0)
0. 000 4∗∗∗

(7. 291 5)

志愿者数量
0. 006 8∗∗

(2. 517 4)
0. 007 2∗∗∗

(2. 615 2)
0. 007 0∗

(1. 880 4)
0. 007 7∗∗

(2. 128 6)
0. 001 9

(0. 362 5)
0. 000 6

(0. 118 0)

重大公益项目数
0. 000 1

(0. 467 6)
0. 000 2

(1. 369 8)
0. 000 2

(0. 905 8)
0. 000 2

(0. 953 1)
- 0. 000 3

( - 1. 429 0)
- 0. 000 2

( - 0. 760 6)

评估等级
0. 000 8∗∗∗

(3. 840 3)
0. 000 9∗∗∗

(3. 905 2)
0. 000 0

(0. 112 3)
0. 000 4

(1. 348 0)
- 0. 000 0

( - 0. 055 7)
0. 000 3

(0. 865 7)

常数项
0. 032 5∗

(1. 919 9)
0. 024 6

(1. 435 6)
0. 039 4∗

(1. 701 5)
0. 029 8

(1. 328 9)
0. 070 2∗∗∗

(32. 263 4)
0. 017 5

(0. 562 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R2 0. 061 3 0. 056 6 0. 046 9 0. 040 6 0. 039 5 0. 0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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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使命偏离的中介回归结果

变量
(1)

有意识的
使命偏离

(2)
高质量发展

(3)
无意识的
使命偏离

(4)
高质量发展

(5)
有意识的
使命偏离

(6)
高质量发展

(7)
无意识的
使命偏离

(8)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 958 4∗

(1. 908 2)
0. 084 6∗∗

(2. 420 1)
- 6. 987 4∗∗

( - 2. 163 4)
0. 053 8∗∗∗

(4. 297 0)
— — — —

政府资助 2 — — — — 0. 123 5∗∗

(2. 403 4)
0. 008 6∗∗∗

(3. 262 8)
- 0. 698 2∗∗∗

( - 2. 675 6)
0. 007 1∗∗∗

(4. 904 7)
有意识的
使命偏离

— 0. 004 9∗∗∗

(2. 706 0)
— — — 0. 004 5∗∗

(2. 495 6)
— —

无意识的
使命偏离

— — — -0. 000 4∗∗

( - 2. 338 6)
— — — -0. 000 4∗∗

( - 2. 112 6)

基金会类型
- 0. 079 1∗∗∗

( - 2. 942 7)
- 0. 042 9∗∗∗

( - 26. 498 0)
- 0. 334 6∗

( - 1. 901 3)
0. 000 5

(0. 374 0)
- 0. 101 1∗∗∗

( - 3. 574 9)
- 0. 044 2∗∗∗

( - 27. 035 7)
- 0. 234 4

( - 1. 359 4)
0. 000 4

(0. 229 2)

全职员工数量
- 0. 081 9∗∗∗

( - 9. 359 9)
0. 009 5∗∗∗

(17. 711 1)
0. 234 9∗∗∗

(4. 187 7)
0. 000 2∗∗

(2. 292 6)
- 0. 076 3∗∗∗

( - 8. 551 5)
0. 009 8∗∗∗

(18. 290 4)
0. 208 2∗∗∗

(3. 958 6)
0. 000 2∗∗

(2. 426 6)

志愿者数量
12. 507 1∗∗∗

(10. 921 3)
0. 705 0∗∗∗

(8. 979 5)
- 9. 842 7

( - 1. 410 2)
0. 005 7∗∗∗

(4. 651 5)
11. 329 2∗∗∗

(7. 985 8)
0. 658 0∗∗∗

(8. 407 0)
- 5. 763 9

( - 0. 771 4)
0. 006 3∗∗∗

(3. 933 4)

重大公益项目数
- 0. 007 6∗∗∗

( - 3. 593 7)
- 0. 000 0

( - 0. 306 4)
0. 033 0∗∗

(2. 254 1)
- 0. 000 0

( - 0. 079 0)
- 0. 007 7∗∗∗

( - 3. 643 1)
- 0. 000 1

( - 0. 378 0)
0. 033 8∗∗

(2. 366 1)
- 0. 000 0

( - 0. 014 8)

评估等级
- 0. 074 8∗∗∗

( - 25. 633 8)
- 0. 005 8∗∗∗

( - 23. 161 0)
- 0. 028 4

( - 1. 360 7)
0. 000 2

(0. 912 2)
- 0. 076 9∗∗∗

( - 23. 464 4)
- 0. 005 9∗∗∗

( - 24. 055 5)
- 0. 022 9

( - 1. 194 4)
0. 000 6∗∗

(2. 406 7)

常数项
0. 712 8∗∗∗

(38. 541 9)
0. 073 2∗∗∗

(44. 389 1)
0. 571 9∗∗∗

(4. 562 8)
0. 036 8∗∗∗

(7. 339 9)
0. 641 6∗∗∗

(20. 311 6)
0. 068 3∗∗∗

(34. 678 4)
0. 992 2∗∗∗

(5. 062 0)
0. 025 2∗∗∗

(4. 766 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R2 0. 484 6 0. 392 4 0. 435 9 0. 345 5 0. 487 5 0. 394 9 0. 437 6 0. 196 8

Sobel Z — 2. 563 — 1. 918 — 2. 646 — 1. 865

Sobel Z-p 值 — 0. 010 381 18 — 0. 055 066 33 — 0. 008 154 02 — 0. 062 223 48

Bootstrap Z — 2. 02 — 1. 94 — 2. 60 — 2. 53

Bootstrap
置信区间

— [0. 020 523 7,
0. 067 506 6] — [0. 023 824 7,

0. 058 921] — [0. 001 390 2,
0. 006 021 8] — [0. 002 291 7,

0. 006 085 2]

中介效应占比 — 0. 049 702 59 — 0. 024 487 15 — 0. 065 383 23 — 0. 056 883 91

在 10%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资助能

够显著促进社会组织有意识的使命偏离。 其次,
模型(2)和模型(6)在控制有意识的使命偏离的情

况下,检验政府资助与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

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结果显示,政府资助 1 对

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 084 6,在 5% 的水平

上显著,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

系数为 0. 004 9,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政府资助 2
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 008 6,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同时,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对高质量发展

的回归系数为 0. 004 5,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有

意识的使命偏离在政府资助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同时,模型(3)和
模型(7)检验了政府资助对无意识的使命偏离的影

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 6. 987 4 和 - 0. 698 2,分别在

5%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资助显著

抑制了社会组织的无意识的使命偏离。 此外,模型

(4)和模型(8)在控制无意识的使命偏离的情况下,
检验政府资助与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 其中,政府资助 1 对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 053 8,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

数为 - 0. 000 4,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政府资助 2
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 007 1,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同时,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 0. 000 4,在 5%的水平上

显著,表明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质量

发展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而政府资助则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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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缓解了这一负面作用。 最后,本文采用 Sobel
检验与 Bootstrap 检验对使命偏离的中介效应进行

验证。 结果显示,Sobel 检验的 Z 值分别为 2. 02、
1. 94、2. 60 和 2. 53,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
明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同时,Bootstrap 检验所构建

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零,进一步验证了使命偏离

在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的中

介机制作用,假设 H2 得到验证。 具体而言,政府

资助通过引导社会组织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增强

了组织的战略导向与目标聚焦能力,从而提升资

源配置效率与治理绩效,显著推动了组织高质量

发展的实现。 同时,政府资助亦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社会组织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减少了因外部

资源压力导致的核心目标弱化现象,降低了组织

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的战略失焦与治理失效

风险[26]。
(五)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检验

在支持和抑制两种不同制度环境下,政府资

助 1 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56 2(支持型)与 0. 056 8
(限制型),且两者系数差异不显著(费舍尔组合检

验结果不显著)。 观察政府资助 2 的回归系数可

发现,政府资助 2 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同样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08 2(支持

型)与 0. 004 6(限制型),两者系数差异同样不显

著(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不显著)。 这表明,制度

环境在政府资助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过程中未起

到差异性影响。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资

助本质上是外部资源支持,由政府提供稳定的资

金来源,而这种稳定的资源支持会降低社会组织

对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性。 另外,社会组织在使

用政府资金时,面临着高度的绩效考核约束,无论

制度环境如何,资金的运用方向和绩效要求并未

发生实质变化(见表 9)。
2. 基于政治属性的异质性检验

根据表 10 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无
论社会组织是否具备政府背景,政府资助 1 均显著

表 9　 制度环境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支持型 - 限制型 支持型 - 限制型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 056 2∗∗∗

(3. 822 7)
0. 056 8∗∗∗

(2. 736 5)
— —

政府资助 2 — — 0. 008 2∗∗∗

(4. 465 2)
0. 004 6∗∗

(2. 170 1)
bdiff_test
P - value

0. 001
(p = 0. 496)

0. 003
(p = 0. 110)

基金会类型
0. 002 3

(1. 412 3)
- 0. 002 1

( - 1. 045 6)
0. 002 2

(1. 008 3)
-0. 001 8

( -0. 867 5)

全职员工数量
0. 000 2∗∗

(2. 246 1)
0. 000 0

(0. 841 0)
0. 000 2∗∗

(2. 358 5)
0. 000 1

(1. 062 9)

志愿者数量
0. 006 4∗∗∗

(3. 938 3)
0. 003 7∗

(1. 945 5)
0. 006 7∗∗∗

(3. 243 4)
0. 004 3∗∗

(2. 025 3)
重大公益
项目数

0. 000 1
(0. 339 2)

0. 000 1
(0. 477 6)

0. 000 1
(0. 332 8)

0. 000 2
(0. 879 3)

评估等级
0. 000 2

(0. 699 7)
0. 000 5

(1. 585 3)
0. 000 6∗∗

(2. 093 3)
0. 000 7∗∗

(2. 134 4)

常数项
0. 034 5∗∗∗

(6. 128 4)
0. 053 2∗∗∗

(18. 886 1)
0. 021 7∗∗∗

(3. 582 6)
0. 049 6∗∗∗

(17. 777 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285 673 1 285 673
R2 0. 309 5 0. 187 7 0. 180 3 0. 154 5

正向影响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其中,有政府背

景组政府资助 1 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 027 8,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无政府背景组为

0. 078 5,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费舍尔组合检验

结果不显著。 表 10 列(3)和列(4)中政府资助 2
的结果显示,政府资助 2 在有政府背景和无政府背

景组织中均显著正向影响高质量发展,回归系数

分别为 0. 014 1 和 0. 006 3,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且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政府资助 2 的促进效应在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

组织中显著强于无政府背景组织。 造成上述差异

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资助 2(资助占总收入比重)
相较政府资助 1(资助金额)更直接反映了社会组

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与制度嵌入水平。 具备

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政治资源获取、政策理解

与行政协同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能够将高比例

的政府资助转化为有效的组织治理能力与政策执

行效率,从而实现更显著的绩效增长。 相对而言,无
政府背景组织在资源整合、制度适应与政策响应能

力方面相对薄弱,高比例的政府资助可能带来“挤出

效应”,从而削弱其资金使用的自主性与资源配置效

率,进而对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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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政治属性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有政府背景 -无政府背景有政府背景 -无政府背景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 027 8∗∗∗

(6. 961 1)
0. 078 5∗∗∗

(10. 190 5)
— —

政府资助 2 — — 0. 014 1∗∗

(2. 497 5)
0. 006 3∗∗∗

(4. 331 8)
bdiff_test
P - value

- 0. 008
(p = 0. 410)

0. 003∗

(p = 0. 090)

基金会类型
0. 012 7∗

(1. 783 8)
0. 001 0

(0. 633 6)
0. 011 7∗

(1. 692 6)
0. 000 1

(0. 063 6)

全职员工数量
- 0. 000 0

( - 0. 097 7)
0. 000 0

(0. 156 4)
0. 000 2

(0. 547 9)
0. 013 4

(1. 352 3)

志愿者数量
0. 000 1∗

(1. 819 3)
0. 000 2∗∗

(2. 103 5)
0. 000 1

(1. 122 4)
0. 000 2∗∗

(2. 170 6)
重大公益
项目数

- 0. 000 0
( - 0. 002 6)

- 0. 000 2
( - 0. 910 5)

- 0. 000 1
( - 0. 238 3)

- 0. 000 3
( -1. 047 2)

评估等级
0. 000 7

(0. 894 2)
0. 005 5∗∗∗

(4. 500 0)
0. 002 4∗∗

(2. 222 1)
0. 006 6∗∗∗

(4. 054 7)

常数项
0. 044 9

(1. 133 9)
0. 047 9∗

(1. 756 4)
0. 038 6

(1. 047 0)
0. 100 0∗∗

(2. 409 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30 1 728 230 1 728
R2 0. 641 9 0. 393 1 0. 580 3 0. 224 7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政府资助显著促进

了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 这一正向作用不仅体

现在资金投入所带来的财务稳定性提升,更体现

为组织专业化水平的增强及其在公益服务供给能

力方面的显著改善。
(2)使命偏离在政府资助促进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政
府资助引导社会组织优化资源配置与战略定位,
有意识地重塑和聚焦原有使命,提升组织目标的

一致性与战略导向性,从而增强资源配置精准性

和治理结构适配性,推动治理绩效和发展水平的

有效提升。 另一方面,政府资助通过约束机制降

低了社会组织在外部资源压力下的盲目性与漂移

风险,防止组织核心使命的弱化或失焦。
(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政府资

助作用机制的影响相对有限,无论组织处于“支持

型”还是“限制型”制度背景,政府资助对其高质量

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的差异未

达显著水平。 在政治属性方面,具有政府背景的

组织在高比例政府资助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要优于无政府背景组织,表明政治属性通过提升

对政府资源的获取能力和制度嵌入程度,有效增

强了政府资助的边际效应。
(二)政策启示

一是加大政府资助的范围和资金规模。 政府

可以在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门的社会组织专项发展

资金,用于支持不同类型和领域的社会组织发展。
进一步扩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和规

模,将更多的公共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目录。
同时,明确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安排的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

不低于一定比例。
二是强化政府资助的引导和规范功能。 引导

社会组织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公益目标主动

调整宗旨使命和优化资源配置,助力解决经济社

会发展现实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与此

同时,注重将“监管融入服务”,在资助过程中除了

对公益项目产出的要求之外,同时围绕社会组织

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维度设计相关验收和评价指

标,将政府资助纳入社会组织质量提升工程。
三是增加政府资助资金使用的灵活性。 在加

强社会组织监管的背景下持续对社会组织开展资

助,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公益项目的同时,利用

政府资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背景

社会组织的示范作用,不断强化社会组织的政治

意识、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 适当提高社会组织

申请政府资助的门槛,对于政治过硬、作用明显、
贡献突出的社会组织进行优先资助。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在数据可得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尽管本文收集了 2012—2021 年全国范围内

414 家基金会的面板数据,但在数据处理后,仅保

留了 1 958 条有效观测值。 数据的删减主要是由

于社会组织数据中的异常值和离群值过多,导致

数据清洗后许多样本仅涵盖 1 ~ 2 年的时间跨度。
这一数据局限性使得本研究难以深入挖掘政府资

助所带来的长期效益。 此外,本文研究的数据来

源主要集中于基金会。 虽然基金会在社会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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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研究结果并无法全面反映其

他类型社会组织的行为特征。 因此,未来的研究

可通过采取多样化的数据收集方法,如问卷调查、
深度访谈及田野调查等,弥补现有数据的不足,从
而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视

角和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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